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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民族国家史建构中的
“中国文明唯一延续论”

徐良高

摘 要：“中国文明是世界诸古代文明中唯一延续至今的文明”似乎成为中国史学界，乃至全社会的共

识。但文化是人类主动适应环境的一种方式，随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人类创造的一切文化都处于不断的变化

之中，历史上的中国文化也不例外。考古学发现所展示的中国古代物质文化演变史和有关的历史学研究，都

显示中国文化既是多元的，也是多源的，这才是中国文化保持生命力的秘密之所在。在形成“中国文明是唯一

延续至今的古文明”这一印象的过程中，祖先崇拜思维与共同祖先认同、修史修谱传统、悠久的汉语言文字系

统、“旧瓶装新酒”式的思想文化创新方式等因素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近代以来，受民族主义思潮影响，

为满足民族国家“历史记忆”需要而构建的民族国家史叙述给我们带来了“中国文明具有唯一延续性”的强烈

印象，并培养了我们具有共同历史的情感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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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中国，“中国文明是世界诸古代文明

中唯一延续至今的文明”这一观念似乎成了中国

史学界和全社会的共识，我们往往因此而自豪。

关于这一观点的出现，虽然 19世纪初的黑

格尔已提出当代中国文化与两千年前的中国文

化没有什么分别［1］218，但真正的中国文化延续论

则是由梁启超最早提出的，他在《论中国学术思

想变迁之大势》中说：“西人称世界文明之祖国

有五：曰中华，曰印度，曰安息，曰埃及，曰墨西

哥。然彼四地者，其国亡，其文明与之俱亡……

而我中华者，屹然独立，继继绳绳，增长光大，以

迄今日。”［2］4其后，柳诒徵说：“世界开化最早之

国，曰巴比伦，曰埃及，曰印度，曰中国。比而观

之，中国独寿。”［3］4梁漱溟认为：“历史上的中国

文化若先若后之古代文化，如埃及、巴比伦、印

度、波斯、希腊等，或已夭折，或已转易，或失其

独立自主之民族生命，唯中国能以其自创之文

化绵系其独立之民族生命，至于今日岿然独

存。”［4］2雷海宗通过比较中国史和世界史而提出

中国历史具有独一无二的延续性和两大周期①。

由此管窥，从这一说法出现的历史背景来看，这

一命题明显是全球化时代背景下中国近代民族

主义史学思维的产物。

同样，也有一些国外学者认为中国文明是

延续的，如美国学者菲利普·李·拉尔夫说：“（中

国文明）一旦在远东出现，它就延续——并非没

有变化和间断，但其主要特征不变——到现代

20世纪……它之所以能长期存在，其原因部分

是地理的，部分是历史的……他们很少用武力

把他们的意志强加给被征服民族，但是，却把同

化被征服民族，使之成为他们的高级伦理制度

的受益者当作自己的天职。”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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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学勤总结说：“不知道有多少中外学者谈

论过中国文明的持点，看法虽纷纭不一，但在一

点上可说是相当一致的，就是中国文明有独特

的持续性。与中国古代文明并时兴起的古埃及

等等文明，都未能像中国文明这样绵延久远，迄

今不衰。”［5］8-9

当然，虽然许多历史学家支持“中国文明唯

一延续论”，但也有学者提出不同的认识。

法国沙义德教授在北京大学讲罗马的皇帝

崇拜时表示，他不同意西方文明是断裂的文明、

中国文明是连续的文明这一说法，欧洲历史也

有连续性。还有研究世界史的专家对在中国史

和中国考古学领域经常出现的“中华文明是世

界历史上唯一延续不断的文明”的说法感到错

愕。因为，中华文明不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

的文明，在“古代人类创造的诸多文明中，有一

部分的确是完全中断了，例如古代西亚文明、埃

及文明和美洲文明，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文明以

这样和那样的形式延续了下来，至今仍然深刻

影响着人们的思想与行为。这就是学者们所说

的轴心文明，主要包括中国文明、印度文明、犹

太文明和希腊罗马文明。这些文明的一个共同

特征在于，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它们可能吸

收了外来的因素，从而发生了深刻的转变和变

化，但它们的基本精神传统并未消亡，或者未被

全新的思想和观念体系所取代，它们仍然是人

们一切活动的轴心”［6］。

另外，中国也不是唯一宣称自己文化具有

独特延续性的国家。伊朗国家博物馆馆长阿克

巴扎迪·大流士说：伊朗人认为，埃及的楔形文

字和两河流域的巴比伦文字后来都被阿拉伯语

取代了，而波斯语却生生不息地延续了下来，所

以，伊朗文明仍然是例外的，它是中东唯一从未

中断的古文明［7］。

一、中国文化是变化的

值得注意的是，所谓“文化传统”“民族文

化”等都是在近代全球化趋势和民族主义思潮

兴起的时代背景和社会语境下出现的概念，使

用这些概念的人有各自不同的目的，对这些概

念也有不同的理解，因此这些概念的内涵往往

很模糊，人言人殊。

何为“中国文化”？应该是指当代中国范围

内历史上的人们所创造的一切文化。以什么标

准来判断中国范围内的古今文化属于一个延续

不断的文化，即“中国文化”？如果我们说在中

国范围内历史上的人们所创造的所有文化就是

“中国文化”，那么这种说法是来自于我们的主

观认同，还是有某些客观标准使我们可以作出

这种判断，比如古今文化上的一致性，或明确的

传承性？

我们所能认识到的历史实际是：历史上的

中国文化因交流、吸收、融合、调整而不断创新、

变化，每个时期、每个区域都有自己的独特文

化，这是文化的本性决定的，没有一成不变的某

种“中国文化”或“中国文化传统”。谭其骧说：

“自五四以来以至近今讨论中国文化，大多者似

乎都犯了简单化的毛病，把中国文化看成是一

种亘古不变且广被于全国的以儒学为核心的文

化，而忽视了中国文化既有时代差异，又有其地

区差异，这对于深刻理解中国文化当然极为不

利。”而且，“一方面是因为几千年的汉文化在不

断变化，有时代差异，另一方面是因为同一时代

汉民族内部文化又因地而异，有地区差异，所以

不存在一种整个历史时期或整个封建时期全民

族一致的、共同的文化。”［8］12

文化是一种人类主动适应环境的方式，文

化通过不断的调整与变化来适应不断改变的环

境，迎接各种新的挑战，满足人类不断变化的新

需要。不能作出及时调整以便有效应对问题的

文化必然走向崩溃和消亡，变化是文化的主要

特征之一。文化的发展既有传承，也有变化，没

有一成不变的传统文化。中国历史上的文化也

不例外。正如 C·W·沃特森说：“任何关于文化

形态的连续性的声称，都在严格的历史审视中

发现是不能证实的，因为在事实上文化的象征

和形态总是处于一种不断的变动中，而且在过

去的几个世纪中已发生了质的变化。”一个事实

是，“即我们都在不断地进行调整以适应社会环

境的变化，不断地学习认同新的角色和如何适

当地扮演他们”，“文化的本质是根据时代的需

要不断地被重构和更新的”，“文化被不断地修

正和改造。因此，尽管文化表现出某种不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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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质，把民族的标签贴到文化上纯属一种误导，

对于什么是英国（或法国或西班牙或中国或印

度）文化今天所传递的，无论人们如何试图区分

它的特质，和一个世纪前被贴上同样标签的文

化所传递的几乎毫无相同之处。”［9］32,33,35,90他说得

很中肯。

中国历史文化中的变与不变，断裂与延续

往往表现为“名虽同，实已变”，正如流行于世界

各地的川菜，虽然都自称“川菜”，但各地的川菜

往往不同，都会根据当地的原材料和口味喜好

作出调整。一个不能随时代、环境变化而变化

的文化不是一个具有良好适应能力的文化，而

是一个没有生命力的、早晚会被历史淘汰的

文化！

所谓“中国文化”在历史过程中实际上也是

不断变化的，从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看，中国历

史上的文化，无论是物质、技术层面的文化，制

度层面的文化，还是思想观念层面上的文化，都

是在不断的变化之中。“中国文化”的实质也是

在不断的交融中演变发展，其涵盖的人群和地

域在不断扩大之中，其文化内涵也在交流融合

中不断发生变化。

从考古学所发现的历代物质文化看，中国

历史上的衣、食、住、行、墓葬制度等方面都直

观、明显地展示出文化的巨大变化，每一个时代

都有自己独特的物质文化面貌，例如从仰韶文

化的彩陶到龙山时代的灰陶、黑陶和玉器，再到

夏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再到战国以后的铁器，唐

宋以后的瓷器，均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有人

半开玩笑地说，唐代的中国文化在日本，明代的

中国文化在韩国。这种说法至少说明日本保存

了较多的唐文化因素，韩国保存了较多的明文

化因素。可以说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两个朝代的

文化是相同或相似的。正是因为这种不同和变

化，考古学的器物学分期断代才能开展和成

立。但我们在谈论“中国文化”时却忽视了这种

文化的变化！

从制度层面文化看，由新石器时代，经夏商

周三代，历经秦汉隋唐宋元明清，国家政治体从

无到有，从祖先崇拜信仰和血缘组织为社会基

础的宗法制政权，到以皇权为核心的家天下的

集权专制政权，再到近现代民族国家的民主政

治思想与实践处于不断变化之中。

从思想观念文化层面看，虽然中国历史上

的思想观念变化更多采用“旧瓶装新酒”的方

式，即通过对儒家经典的考据、诠释等来发展时

代需要的新思想③，但不同时代思想观念的变化

是明显的。除了“五经注我”式的时代思想创新

与表达外，还有学者提出，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

三个重要而明显的社会转型与文化重构时期：

春秋战国诸侯争霸、百家争鸣到秦统一天下、汉

以后独尊儒术；魏晋南北朝的长期分裂、儒道释

相互争鸣与唐宋新儒学的更新；明末清初以来

的西方殖民入侵与西学东渐对中国持续至今的

影响［10］。

从人群迁徙和政权的统治集团来源看，不

同王朝也不一样，其中的许多统治集团均来自

周边文化区的族群，如南北朝时期的多个政

权、元代和清代。

从不同区域文化交流融合角度看，从不同

文化圈相互作用共同形成文化大传统的新石器

时代到夏商周以后的历史时期，每个时代都有

各种不同的区域族群文化与中原文化发生接

触，不断重复着由“夷夏之辨”到“夷夏之变”的

融合过程，如夏商周时期的东夷、蛮越、戎狄、东

胡等，两汉时期的匈奴、羌人，南北朝时期的鲜

卑、匈奴、羯、氐、羌，隋唐的突厥、回鹘、吐蕃、南

诏等，宋代的契丹、女真、西夏，元明的蒙古，清

代的满人，等等。

在全面考虑中国文化发展进程的前提下，

研究中国历史上各种文化之间的交流，在不同

历史时期，文化的接触对象、交流的可能性、交

流方式、过程、重点、结果及其影响等均不相

同。从文化发展进程看，中国古代文化交流的

主流早期是各区域文化之间，后来是中原文化

与周边文化的交流及融合。随着交流融合的深

化，文化间的认同与趋同，中国文化区不断扩大，

中国与新的周边族群文化接触、交流和融合。

在早期，中国与当代所认定的域外文化的交流

虽然存在，但并非主流，直至历史后期，随着中

国文化区的扩大，以及某些文化的扩张，中国文

化与这些文化才发生广泛的接触，文化交流日

渐活跃。而我们传统的研究对当代中国文化区

域内各古代文化之间的交流、融合和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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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发展的历史过程并未予以足够的重视，而

是简单地、概念化地作为一个整体对待。因此，

我们可以说，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文化”或

“华夏文化”更多的是一种“概念”和“主观认

同”，而非历史，尤其是文化发展史的真实状况。

在多元文化交流融合的历史过程中，中原

地区受到的外来文化冲击最多，不同族群在此

来来往往，不同朝代的统治集团往往又来自不

同文化区。除了统治集团变化，还有各种经济、

文化等方面的交往，如汉唐长安、洛阳的胡人及

其文化等。这些外来者不仅仅是完全被中国文

化所同化，同时他们也在改造中国文化，使之不

断变化、发展、适应。陈序经说：“两种或两种以

上的文化接触以后，他们无论任何一方都不能

独立生存。因为接触一经发生，立刻变为一种

新局势、新要求与新趋势。”“假使我们上面所说

的话是不错的，那么所谓保存固有文化这句话，

无论在文化发展的理论上，或趋势上，都是不通

的。因为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化尚未接触之

前，既无所谓固有，在他们已经接触之后，他们

也惟有一个共同的文化，而无所谓固有。”［1］330但

中国历史上的儒家知识分子通过以官方名义和

儒家等主流思想为指导的历史叙述再建构，将

这些不同文化与族群纳入主流文化之中，成为

中国文化的一部分，而忽视了他们的自身特色

和对中国文化的贡献。这些都从侧面反映了不

同时期文化的名同实变。

我们以秦文化为例：在西周时期，秦文化的

特征主要表现为周文化，两者关系密切［11］41-50，

但从春秋开始，随着秦文化与周边文化的交流、

融合，秦文化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屈肢葬、

土洞墓、茧形壶、铲形足袋足鬲等一系列独具特

色的文化因素开始流行。《春秋经》则视秦为戎

狄，也有学者称之为“戎狄性”［12］。正是由于秦

文化的这种早晚期文化的差异和多组文化因素

并存的现象，导致学术界对秦人来源持不同观

点④：从考古证据出发，有人认为早期秦文化就

是周文化，有人则认为早期秦文化应该是西北

地区的羌戎部族文化。如果我们从文化交流、

融合和演变的角度，就不难理解这一现象。由

于宗周文化的衰落和失去控制力，秦人在西北

的拓展中不仅控制了大量羌戎人口，而且吸收

了他们的文化，使自己的文化面貌发生了明显

变化。羌戎人也渐渐认同了秦文化，而成为了

“秦人”。同样，楚文化的发展也表现出相似的

趋势。这种文化的交流、融合是双向的，正是这

种多元文化的交流融合，奠定了它们作为战国

七雄的基础。正是在这一基础上，秦人才有可

能建立远大于周的统一大帝国，使“中国”“华

夏”的文化认同区域更为扩大。与此同时，随着

中原文化与周边文化的交流、融合，许多周边部

族的神话祖先也纳入黄帝神话谱系中。

即使作为中国文化延续性的重要表征之一

的汉语言文字也是不断变化的，汉语言一直在

与其他语言、文化的交流中不断吸收外来的词

汇，同时渐渐放弃许多旧的词汇。目前，我们大

量使用的外来词汇，如互联网、达人、双赢等

等。就是在古代，不同时期，这种现象也不断重

演，如我们常用的葡萄、胡同、一刹那、六根清

净、借花献佛、无事不登三宝殿、放下屠刀立地

成佛，等等，无不是来自外来语言、文化或宗

教语言。因此，有没有所谓的“纯正汉语”之说

是值得推敲的。

胡适说：“一个民族也和个人一样，最肯学

人的时代就是那个民族最伟大的时代；等到他

不肯学人的时候，他的盛世已过去了，他已走上

衰老僵化的时期了，我们中国民族最伟大的时

代，正是我们最肯模仿四邻的时代：从汉到唐

宋，一切建筑、绘画、雕刻、音乐、宗教、思想、算

学、天文、工艺，哪一件里没有模仿外国的重要

成分？佛教和他带来的美术建筑，不用说了。

从汉朝到今日，我们的历法改革，无一次不是采

用外国的新法；最近三百年的历法是完全学西

洋的，更不用说了。到了我们不肯学人家的好

处的时候，我们的文化也就不进步了。”［13］

一些著名学者也意识到现代我们普遍认同

的中国文化和政治区域与古代中国文化和政治

区域并不相同，现代中国文化和政治区域，是不

同历史时期多种文化交流融合与拓展的产物，

并非古已如此。在这一交流融合的过程中，文

化之间不断接触、交流，直至互相学习、融合，由

此，中国文化的面貌、内涵不断发展变化，具有

共同文化认同的族群和政治区域不断扩大。

正因为有这种意识，所以他们认识到研究

近代民族国家史建构中的“中国文明唯一延续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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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文化发展演变历程对我们认识当代中国文

化及展望其未来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自

近代以来，就不断有学者将认识中国文化的发

展过程，即中国文化是如何一步步发展成今天

这样的面貌特征和文化认同，作为一个重大课

题。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提出

了中国历史学的重大课题包括“中华民族由几

许民族混合而成？其混合醇化之迹何如？”［14］5

苏秉琦先生也提出：“第一，应把被歪曲了的历

史恢复它的本来面貌，这就是中原中心、汉族中

心、王朝中心的传统观点，必须改变，恢复历史

的原貌。第二，必须正确回答下列诸问题，中国

文化起源，中华民族的形成，统一多民族国家的

形成和发展，等等。”［15］3

二、中国文化是多源与多元的

如果我们说历史上有一个所谓的“中国文

化”存在的话，那这个“中国文化”不仅是变化

的，还是多源与多元的。

从考古学资料来看，在新石器时代，中国的

核心区已经形成了多元文化分布的特征，夏鼐

将中国新石器文化划分为七大区域［16］217-232；苏

秉琦将新石器文化分为黄河中游、黄河下游、长

江中游、长江下游、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以长

城为中心的北方文化区等六大区［17］10-17；严文明

将中国新石器文化概括为中原文化区、山东文

化区、长江中游文化区、江浙文化区、燕辽文化

区和甘青文化区，从经济类型上，又可划分为旱

地农业经济文化区、稻作农业经济文化区、狩猎

采集经济文化区三大经济类型区域，他由此提

出“中原以外这五个文化区都紧邻和围绕着中

原文化区，很像一个巨大的花朵，五个文化区是

花瓣，而中原文化区是花心”［18］38-50。张光直提

出新石器时代多区域文化与交互作用圈理论［19］。

所有这些观点都认为新石器时代已经出现文化

多元的现象，这些多元文化都是后来中国文化

的源头，即中国文化是多源的。

一方面，经过新石器时代的多元文化共存、

接触、交流和融合，至二里头文化时期形成中原

文化的雏形，经过三代时期中原与东、西方几大

文化集团的交流和融合，至周代初步形成以礼

乐文化为特征的“华夏”的文化认同和夷夏之分

的概念，再经过春秋战国时期诸国与各自周边

文化，如南方的蛮越、北方的戎狄、东方的夷人

等交流与融合，更大范围的中国文化区和文化

认同形成，为秦汉帝国的建立打下了基础。

另一方面，进入三代时期以后，虽然形成了

以礼乐文化为代表的大文化传统认同，但各地

仍然保存了自己的小文化传统，大文化传统与

小文化传统共存互动一直是中国文化发展史的

特色。理解三代以后的中国文化，我们仍然不

能预设只有一个单纯的所谓“中国文化传统”。

实际上，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不同时期都存在

过多个更小区域的文化传统。从大小文化传统

的视角来看，夏商周朝代政权的更替应该是不

同区域文化在认同、接受文化大传统的过程中

不断壮大自己，夺取主导地位的同时，又以自己

的文化不断补充、修正和发展文化大传统的过

程。正如赵辉总结三代考古的重要收获时所

说：“业已从考古学角度明确分辨出夏商周分别

是三种有联系、却不相同的考古文化，各有自己

的发祥地，彼此都有一定的并立共存期。三者

的关系，并非‘父子’，却似‘兄弟’。按照苏秉琦

先生的说法，长期以来，我们的历史教育中存在

一种‘大一统观’，将夏、商、周、秦、汉视为一脉

相承的改朝换代。这种观念虽然不断遭到质

疑，然最终使之化为陈腐者，全赖考古学的证

据。”［20］76这种大小文化传统的互动现象在后来

的历代王朝更替和各种族群之间的互动、融合

过程中不断上演，由此，中国文化在不断调整变

化之中海纳百川，融合创新，保持活力。因此，

我们可以说，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延续的、一成

不变的、囊括全国范围的所谓文化传统［21］50-62！

刘师培、傅斯年、劳思光等也都指出先秦诸

子具有不同的地域性传统。傅斯年认为，鲁国

盛行秉承周代的礼乐文化传统，“于是拿诗书礼

乐做法宝的儒家出自鲁国，是再自然没有的事

情”。阴阳家则是齐国以及燕国的文化传统的

产物，齐人喜作荒诞不经之论，燕人热衷方士之

术，“邹子出于齐，而最得人主景仰于燕，燕齐风

气，邹子一身或者是一个表象”，同时齐国的上

述文化传统孕育了“骨子里只是阴阳五行，又合

着一些放言侈论”的“齐儒学”，而有别于鲁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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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者的正统”［22］139-144。刘师培指出，墨家以宋

国为重镇，是因为“宋承殷人事鬼之俗，民习于

愚”，并且宋地重厚好蓄藏，“故墨子尊天明鬼之

说得而中之”，节用薄葬之说由此起。他还说：

“西秦三晋之地，山岳环列，其民任侠为奸，刁悍

少虑，故法家者流，起源于此。”［23］135关于道家的

地域性传统，劳思光认为：“南方哲学思想之代

表，即为老子及庄子之学说。”所谓“南方之文化

传统，则混合殷人及祝融氏族之文化而成，实是

中原之旧文化”，“老子固楚人，庄子宋人，而宋

正殷后也”；另外，“南方吴越一带之巫术亦留下

某种神秘观念。皆对战国秦汉之思想大有影

响”［24］74。

谭其骧说：“五四前后一般认为中国文化就

是孔子思想，就是儒家的学说，就是纲常名教那

一套，我看不能这么说……所有少数民族都各

有其独特的信仰与文化，只有少数上层分子在

入居中原后才接受儒家思想。”“姑且不讲全中

国，即使未讲秦汉以来的历代中原王朝，专讲汉

族地区，二千年来既没有一种纵贯各时代的同

一文化，更没有一种广被各地区的同一文化”，

“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在

未完全融合为一体之前，各有本族独特的文

化。所以严格地说，在采用‘中国文化’这个词

时，理应包括所有历史时期中国各族的文化才

是”。此外，谭其骧还强调了中国文化的时代性

与地区性问题。［8］4-5

这些中国文化多源与多元的观点以及中国

文化大传统与小传统理论都很好地说明了中国

文化在历史上的统一性与多样性、延续性与变

化性、维持传承与保持活力、上层精英文化与民

间大众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

总之，我们认为在中国古史与中国文化的

研究中，必须首先明确这些观念：中国古代文化

是多元的，抑或一元的？古代中原华夏文化与

周边文化是平等的，互为影响的，抑或一枝独

秀？是中原华夏文化的单向传播、同化，抑或双

向的交流融合？“中国文化”是古今名实一致的，

抑或“中国文化”只是一个概念和认同，其内涵

在历史上是不断变化、扩展的？

新资料、新理论和文化比较的研究成果迫

使我们必须反思过去的传统史观和概念。只有

保持一种开放的史观，我们才可能更全面地认

识古代社会和人类文化发展史，更接近历史的

真相，从而开辟中国历史研究的新天地，同时为

当代中国文化如何在当今世界文化全球化和民

族化冲突的大潮流中进行文化交流、融合、创新

和发展提供历史的参考。

三、“中国文明唯一延续论”

形成原因探析

有人说，对于一个西方文化背景下成长的

西方学者来说，对中国文化最大的兴趣和困惑

莫过于以下问题：为什么中国文化在历史发展

过程中不像其他古代文明中断了？在地域如此

广大、人口如此众多、地域差异如此巨大的背景

下，中国文化真的是一致的吗？他们是如何维

系文化认同和凝聚力、向心力的呢？欧洲有如

此多的国家，而中国这么大，却只有一个国家，

一种文化认同，为什么有这种差异？这些问题

不仅是作为“他者”的西方学者关注的重点，也

是我国现实社会生活中需要寻找答案的问题。

正如前面所论，中国文化在历史过程中既

有相似性、传承性的一面，更有变化、多源与多

元的一面，但我们为什么会留下“中国文化具有

唯一延续性”这样的印象并特别强调“中华文明

是世界几大文明古国中唯一未曾中断，延续至

今的古老文明”呢？

我们认为，大致来说，“中国文化唯一延续

论”观念的形成既与自我文化中心主义、中原文

化优越论以及传统的“文化一元论”、正统史观

和“大一统”历史思维方式等有密切关系，更与

近代民族国家历史记忆的建构有密切关系，是

民族国家历史叙述的建构与想象给我们带来的

一种“印象”。

第一，祖先崇拜思维与共同祖先认同的影

响，以及由此带来的尊古观念。

在祖先崇拜和尊古观念影响下，特别强调

今人与古人之间的血缘纽带，彼此之间血脉既

然相承，文化上自然更是传承有序。在这种血

缘关系叙述的构建中，来自不同地区、不同文化

的人群都被不断地纳入炎黄始祖的华夏血缘大

家庭中，共同的祖先、共同的文化传统成为大家

近代民族国家史建构中的“中国文明唯一延续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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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认同的对象，由此，古今文化一体感、延续

性也成为我们历史记忆的一部分。

第二，修史、修谱传统强化了古今文化一脉

相承之感。

文化传统影响我们的思想观念，而我们的

思想观念也在不断重新定义“传统文化”的内涵

与外延，两者相互作用。

中国悠久的以正统史观和“大一统观念”为

指导的修史传统使得中国文化的统一性、传承

性等观念深入人心。但中国考古学的成就改变

了这种受上层文化操控的文献史学对历史的垄

断陈述，使我们看到了中国文化发展历史的另

一面，也可能是更真实的一面，即文化的延续

性、统一性只是上层文化的某种表面现象，在中

国历史上，文化起源的多源性、地域文化的多元

性和文化发展的变化性才是实质性的特征，正

如西汉与东汉虽都是刘姓王朝，在文献中一直

被视为一脉相承，但如果没有文献记载，两者之

间只从考古发现的物质文化遗存，如器物、墓

葬、建筑风格等所展示的文化面貌看，甚至可以

说彼此基本是两个不同的文化体系。

第三，悠久而独特的汉语言文字的影响。

同一的规范的汉语言文字书写体系是具有

鲜明特色的中国文化大传统。数千年来，汉字

的一脉相承现象给我们带来了中国文化延续性

和一致性的印象，虽然汉语言文字的词汇、结构

不断地受到其他文化的影响而处于变化之中，

但是“过去，汉字的使用使分散在亚洲各地的人

保持一定程度的统一”［25］200。古文字学家许进

雄说：“数千年来，汉字虽然已由图画般的象形

文字演变成非常抽象的结构，但是稍加训练，就

可以通读千年前的文献。同样的，不同地区的

方言虽不能交谈，但却可以书写和通读一种共

通的文字。中国的疆域那么广大，地域又常隔

绝，其包含的种族也很复杂，而犹能融合成一

体。此特殊的语文特性应是重要的因素。”［26］1

第四，“旧瓶装新酒”式思想文化创新方式

的影响。

在专制皇权支持下的儒家独尊地位，以及

对儒家经典的“旧瓶装新酒”式思想创新方式的

诠释造成中国文化，尤其是主导性的思想观念

呈现出一种古今延续一致的印象。

在中国传统的专制社会中，新的思想往往

要以旧的名义出现，以防“标新立异”之讥；而在

当代，往往是冷饭旧论也要标榜创新，唯恐“缺

乏创新”之论。在专制社会和儒家独尊的社会

背景下，文化创新一般都是采用“旧瓶装新酒”

的方式，即通过对经典的重新选择、解读、解释

与评价，赋予新的意义，建构新的文本。有人说

中国学术史、思想史在百家争鸣之后，就是一部

不断地把智慧消耗到注经中的历史。但“中国

文化”在历史上的发展模式之一就是通过对经

典的不断重新选择、阐释，以融入新的、时代性

的思想与观念，满足不同时代的需要，今古文经

传统是既相对又互补的两种手段与方法。所谓

“中国文化的延续性”感觉也由此而产生。

汉代以后，历朝历代都奉儒家思想为官方

的指导思想，表现出一种对大传统文化的认

同。历史上，历朝历代统治者基本都认同、接受

这一大传统文化，以这一文化的继承者、弘扬者

自居，并由此而获得文化上的“正统”地位。

第五，近代民族国家通史叙述构建的影响。

受近代民族主义思潮影响，为满足民族国

家“历史记忆”需要而构建的民族国家通史叙述

带给我们“中国文化具有唯一延续性”的印象。

因为，民族主义观念和近代民族国家历史叙述

的构建为了满足强化国民凝聚力，培养具有共

同祖先与历史的民族认同，证明近代民族国家

的正当性、合法性和历史悠久而特别强调古今

民族、文化的一体性与传承性。正如费正清所

说：“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给我们描绘了中国的

两个形象，一个强调今天中国同它长期过去历

史的连续性，一个强调革命变革和创新的新颖

特点。我们需要把这两种形象结合起来。连续

和间断毕竟是作为历史的经纬联系在一起

的。”［27］330有学者指出：“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

形成，一方面是历代政府文治武功的结果，另一

方面则是史家对民族文化历史系谱精心构筑的

结果。”［28］169

所谓“民族文化传统”不过是在民族主义盛

行的时代背景下，通过回忆与遗忘、突出与扭曲

等历史记忆的重构手段对历史素材进行阐释与

想象而建构出来的时代概念。它常常被作为想

象的共同体——民族的重要特征之一，以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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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的自觉意识、自我认同和“我者”与“他者”

民族之间的差异感。

“中国文化唯一延续论”观念的形成、最早

“中国”论和华夏民族起源论等的提出以及有关

从最早中国到现代中国发展史和中华民族演变

史的构建都是受近代民族主义思潮影响的，具

有时代性的历史解读与叙述，因为满足了中国

人寻根和获得群体认同的心理需要，以及培养

构建民族国家意识和增强中华民族向心力、凝

聚力的现实政治需要而被广泛宣传和大众接

受，成为当代中国无可争议的主流历史话语体

系。虽然其间以马克思主义史观为指导的中国

历史叙述体系因受到官方的支持也曾经占据主

导地位。

总之，汉字的延续，祖先崇拜的血缘传说体

系，尊古传统，“旧瓶装新酒”式的文化创新方

式，正统观、大一统的历史叙述传统和当代的民

族国家历史叙述，等等，造就并强化了中国文化

具有唯一延续性的印象。因此，我们可以说，根

本上，中国文化具有唯一延续性的观念是具有

强烈历史自我认同的中国历史学家基于民族主

义思想和民族国家的时代需要，为塑造民族国

家公民的共同历史记忆而建构的“我的”民族国

家历史叙述，及其宣传、教育对人们思想观念所

产生作用的结果，是历史叙述带给我们的一种

印象，并构成一种我们有关中国历史的认知。

这也是历史学的价值与社会作用的一种表现。

中国文化的唯一延续论、民族国家“中国”

的古老性等观点的形成和广泛传播就是这些因

素共同作用的产物，并通过教育成为我们认知

的一部分。梁启超在《新史学》中说：“史界革命

的目的是要把史料和对史料的解说结合在一

起，以提供行动指南和唤起爱国主义意识。”“不

对史学进行革命，史学便没有能力促进中国民

众的民族意识和保证中国的续存。”［29］66-67其目

的就是要培养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和民族自豪

感，强化民族认同和凝聚力，正如梁启超、钱穆、

李济等人所提倡的。

注释

①参见雷海宗：《断代问题与中国史的分期》（1936年），

《伯伦史学集》，中华书局 2002年版。雷海宗：《中外的

春秋时代》（1941年），《中国的兵》，中华书局 2012年

版。②参见菲利普·李·拉尔夫（Philip Lee Ralph）、罗

伯特·E·勒纳（Robert E. Lerner）、斯坦迪什·米查姆

（Standish Meacham）、爱德华·M·伯恩斯等著，赵丰等

译：《世界文明史》第六章《古代中国文明》，商务印书

馆 1999 年版。③例如，从思想文化的演变看，钱穆认

为，儒家在各历史阶段都根据新的生活现实而更新其

价值系统，使之能继续发挥引导或规范的作用。他将

儒学的发展分为六个时期：第一，先秦是创始期；第二，

两汉是奠定期，以经学为主，而落实在一切政治制度、

社会风尚、教育宗旨以及私人修养之中；第三，魏晋南

北朝是扩大期，不但有义疏之学的创立，而且扩大到史

学，从此，经、史并称；第四，隋唐是转进期，儒学在经、

史之外又向文学转进，杜甫之诗与韩愈之文都为儒学

别开生面；第五，宋、元、明是儒家之总汇期与别出期，

所谓总汇，指上承经、史、诗文的传统而加以融汇，所谓

别出，则是理学；第六，清代儒学仍沿总汇与别出两条

路进行，但内容已大不相同，尤其清儒的别出在考据而

不在理学，至于晚清公羊学的兴起则更是别出中之别

出了。见钱穆：《中国儒学与文化传统》，《中国学术通

义》，九州出版社 2011年版。④参见刘庆柱：《试论秦之

渊源》，《人文杂志——先秦史论文集》，第 177 页。韩

伟：《关于秦人族属及文化渊源管见》，《文物》，1986年

第 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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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ontinuity of Only Chinese Civilization in the Viewpoint of the Modern National
History Construction

Xu Lianggao

Abstract: Although the opinion that Chinese Civilization among all of ancient civilizations in the world is unique
continuous civilization seems be the common view in the Chinese historical academia and in China society, the theories
from anthropology and culturology show that culture is the method that human being actively adapt the surroundings,
keeping consistence with environmental change. The Chinese culture is not exceptional. The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and historical researches show Chinese culture affected by different original cultures is multiple and continuously
changing and developing in history. The reasons that resulted to the impressio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among all of
ancient civilizations in the world being unique continuous civilization include the ancestral worship, the identity to
common ancestors, the Chinese age-old tradition of history, the Chinese character system and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thought creative way through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fucian Classics, especially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history for national memory in modern China.

Key words: Chinese Civilization; theory of unique continuity; nation; construction of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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